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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传教士钟秀芝的 《西蜀方言》 所记 100 多年前的

成都话, 与今天的成都话音系相比较有较大的差异。 而同一时代的另

一些传教士所记成都话, 则与今成都话基本一致。 那么百年前成都话

语音究竟如何? 学界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 通过对原书及其同类著

作的分析, 我们破解了这一谜团: 钟氏所记成都话音受当时流行的

《五方元音》 等韵书的影响而形成一些语音假象, 现代成都话与百年

前并无大的差异。 又, 方言调查表明成都地区并无一套与本地方言不

同的 “雅言读书音系统”。 今存的成渝地区两大方音系统———南路话

和湖广话: 前者来自明代以前四川本地方言的传承, 后者来自明清湖

广移民。
关键词: 《西蜀方言》; 《五方元音》; 记音模式; 南路话; 湖

广话

一

由于汉字记录语言的特殊方式, 汉语方言在某一特定阶段的语音成为

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难题
 

。 甚至于探讨仅仅百年前的官话方言成都话的语

音也成为难事。 而百余年前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用罗马字母记写汉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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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音, 看起来近于记录音位, 颇合现代语言学的法眼, 被奉为考察近现代

方言语音史的珍宝。 百年前英国传教士钟秀芝 (Adam
 

Grainger) 的 《西

蜀方言》 就记录当时的成都话。 可是一看钟氏所记, 我们却傻了眼, 竟

然与今天的成都话①很不相同。 零碎的不算, 仅从大的特点说, 钟氏记成

都话音就有尖团分音、 平翘舌分音和入声调, 而这三者在当代成都话都是

没有的。
于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 很多学者就 《西蜀方言》 展开了讨

论。 综合有关研究, 可将其观点分为四大类:
第一, 一部分学者认为 《西蜀方言》 所记为一百多年前成都话音系,

如甄尚灵 (1988: 209—218), 周赛华 (2013: 155—160, 170), 范常喜

等 (2016: 55—62), 袁雪梅等 (2020: 167—174) 等, 当代成都话音系

和 《西蜀方言》 所记音系为历时演变关系。
第二, 一部分研究对 《西蜀方言》 所记是否为一百年前的成都话音

系持保留态度。 例如日本学者千叶谦悟, 他认为 “钟秀芝没有明确说明

《西蜀 (方言) 》 是关于成都方言的字典……而且 《西蜀 (方言) 》 的

标题是 ‘Western
 

Mandarin’, 所以不能臆断为纯粹的成都话”。 (千叶谦

悟 2008: 433)
第三, 一些学者发现 《西蜀方言》 所记音系不同于当代成都话音系,

其中有学者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其所记音系为成都及其周边多种方言混合

而成的。 持这种观点的有: 彭金祥 ( 2008: 70—73), 黄灵燕 ( 2010:
402—415) 等。

第四,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清代末期成都话很可能并行雅、 俗两

套口语音系, 《西蜀方言》 反映文雅口语音……” (曾晓渝 2018: 263),
当代成都话音系是对当时通俗口语的保留, 而口语雅音则随着科举制度的

取消和新文化运动兴起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而消失。
以上后三种观点都是不认同 “ 《西蜀方言》 所记为一百多年前成都话

音系” 而另寻解释。 其原因是基于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西蜀方言》 所记

音系具有入声独立、 声母分平翘、 分尖团等特点, 而根据 20 世纪 4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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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①, 成都话入声混入阳平、 不分平翘、 不分尖团, 与当代成都话一

致。 难道从 1900—1940 年前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成都话音系就能发生

如此巨大的变化?
 

二

如前所述, 20 世纪初的成都话不可能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发生音

系上巨大的变化, 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推想, 也有实际的语言调查 (参见

后文第四节)。 《西蜀方言》 所记成都话音系与实际成都话音不同, 主要

是由当时的记音模式所致。 本节通过整理 《西蜀方言》 所记音系的声母

系统和声调系统, 对该书的记音模式做全面分析, 并解释其所记音系与当

代成都话音系的真实关系。
通过观察 《西蜀方言》 的声母记音模式, “虽然作者未作说明, 但是

通过分析全书的拼写系统发现, 部分罗马字代表了两套不同的声母” (周

岷 2017: 137): 《西蜀方言》 用罗马字母 Ch 记 [ tʂ -] 和 [ tɕ-] 两个声

母, 用 Ch’ 记 [ tʂ h-] 和 [ tɕh-] 两个声母, 用 Sh 记 [ʂ -] 和 [ɕ-] 两个

声母。 因为
 

[ tʂ -] 组只和开口呼和合口呼相拼, [ tɕ-] 组只和齐齿呼和撮

口呼相拼, 故能将二者合并为一类符号。 根据 《西蜀方言》 的音节索引,
参照 甄 尚 灵 ( 1988: 212 )、 千 叶 谦 悟 ( 2008: 444 )、 周 岷 ( 2017:
137) 等人的结论, 我们构拟出 《西蜀方言》 音系中所包含的声母共 23

个 (含零声母), 如表 1 所示:

表 1 《西蜀方言》 声母表 (罗马字记音, 国际音标及例字)

P [p] 巴败八 P' [ph] 攀爬撇 M [m] 吗面麦 F [ f] 方虎法

T [ t] 打待特 T' [ th] 他停踢 L [ l] 来脑

Ts [ ts] 灾责摘, 尖即 Ts' [ tsh] 猜促愁, 秦七 S [s] 萨俗, 西夕

Ch [ tʂ ] 渣站捉 Ch' [ tʂ h] 叉闯出 Sh
 

[ʂ ] 沙尚舌 R [ʐ] 然锐, 儿

Ch [ tɕ] 家几脚 Ch' [ tɕh] 期讲曲 N [ȵ] 泥严 Sh
 

[ɕ] 希许学

K [k] 干跪国 K' [kh] 看苦葵 Ng [ŋ] 熬挨, 宜 H [x] 哈鞋或

Ø 阿哎依娃雨月

　 　 注: 表中逗号后的例字为声母读法与今成都话不同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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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显示出的 《西蜀方言》 声母系统有以下特点: 第一, 《西蜀

方言》 对古精组字声母记音为 Ts, Ts', S, 如 “ 灾 Tsai, 猜 Ts'ai, 萨

Sa” 等; 对古知系字声母记音多为 Ch, Ch', Sh, 如 “ 渣 Cha, 叉

Ch'a, 沙 Sha” 等。 表现出记音分平翘舌。 第二, 《西蜀方言》 古精组

细音字声母仍记为 Ts, Ts', S, 如 “即 Tsi, 秦 Ts'in, 西 Si” 等; 而古

见组细音声母则记为 Ch, Ch', Sh, 如 “几 Chi, 期 Ch'i, 希 Shi” 等,
与大多古知系字声母共用, 如 “Ch 渣, Ch' 叉, Sh 沙” 等。 从这套记

录来看, 精组洪音字与细音字用了一套符号, 与见组细音字不同。 于是

很多学者解读为该音系分尖团。 但是, 见组洪音字与见组细音字则用了

两套符号, 说明见组细音字很可能已经腭化了, 这和现代成都话一致。
而见组细音字声母与知系字声母在现代成都话中则是完全不同的, 在当

时的语音中也不大可能相同, 而钟氏却用了相同符号 (Ch) 记音。 那

么, 精组细音字用了与精组洪音字相同的符号 (Ts) , 有没有可能, 与

知系、 见 系 细 音 字 用 同 一 套 符 号 ( Ch) 一 样, 使 用 同 一 套 符 号

(Ts) 的精组洪音字和细音字实际上也是两种不同的读音呢? 第三,
《西蜀方言》 对古疑母细音字, 如 “宜、 仪、 蚁” 等声母记为软腭鼻音

Ng [ ŋ] , 这是依从古声类, 现代成都话疑母细音字与泥母细音字同读

[ ȵ] , 与之明显不同。 第四, 对古止摄日母字, 如 “儿、 二、 耳” 等声

母记音为 R [ ʐ] , 这也是依从古声类, 这些字在现代成都话中读零声

母, 与大多数官话方言一样。
对比同时期其他传教士所记音系, 艾约瑟 ( Joseph

 

Edkins) 在 1864

年出版的 《官话口语语法》 (Edkins
 

1864) 所记以成都话为代表的西部官

话声母系统也分平翘舌, 如 “色” 记为 “se”, “舌” 记为 “ she”。 然而,
该书明确指出成都话不分尖团:

In
 

Western
 

Mandarin, taking
 

C ‘ heng-tu-fu
 

the
 

capital
 

of
 

Sï-c ‘hwen
 

as
 

the
 

standard…The
 

same
 

law
 

exists
 

for
 

the
 

initials
 

h
 

and
 

k,
as

 

in
 

northern
 

mandarin. Before
 

the
 

vowels
 

i, ü, they
 

coalesce
 

with
 

s
 

and
 

ts. (Edkins1864: 9)
(在西部官话成都府话中……如同在北方官话中一样, 同样的规

则存在于声母 h 和 k, 如果在元音 i, ü 之前, 它们与 s、 ts 合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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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百年前成都话不分尖团派” 的证据。
启尔德 (Omar

 

Kilborn) 在 1917 年出版的 《华西初级汉语课程》 (Kil-
born

 

1917) 所记音系的声母特点和 《西蜀方言》 基本一致, 也分平翘舌,
如 “坐” 记作 “DZO4”, “张” 记作 “DJANG1”。 也分尖团, 如 “进” 记

作 “DZIN4”, “今” 记作 “GIN1”, 古精组和古见系细音字用不同符号记录

其声母。 这又是 “百年前成都话分尖团派” 的证据。 钟氏、 启氏与艾氏,
二比一。 我们将上述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的声母特点对比如下:

表 2 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声母特点对比

　 　 　 　 记音人

特征　 　 　 　 　
艾约瑟 (1864) 钟秀芝 (1900) 启尔德 (1917)

是否分平翘 + + +

是否分尖团 + +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钟秀芝和启尔德对尖团音的处理方式有区别, 但

是其所记实为同一套系统: 即古精组细音字与见组细音字区别。 启尔德用

DZ 记录 [ ts], 用 G 记录 [k], 古精母细音字如 “进” 记作 “DZIN4”,
古见母细音字如 “今” 记作 “GIN1”, 让人觉得这两组字均未腭化。 但

是其对溪母细音字的记音又用了记录 [ tʂ h] 声母的符号 CH, 如 “去

CH-”, 并没有用记录 [ kh ] 的符号 K; 对晓匣母细音字的记音又用了

Hs, 如 “兴 Hs-”, 也没有用记录 [x] 的符号 H。 当时的成都话不会有

见系细音字尚不腭化的现象 (艾氏钟氏都不反映), 为何启尔德记 “今”
音为 “GIN1” 呢? 由此可见, 启尔德所记声母所体现出的尖团音分化情

况也可能是依从古声母分类。
通过对比, 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艾约瑟的 《官话口语语法》 成书于

1864 年, 但是其书中所记成都话音系声母已经尖团合流, 而此后钟秀芝

和启尔德所记音系声母却分尖团, 20 世纪 40 年代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
所记成都话音系又不分尖团, 为什么?

 

有的学者也曾发现过类似问题, 如庄初升等就曾指出, “像古见、 晓

组细音字的声母 《华西官话汉法词典》 (1893) 记录为 k, k', h, 与洪音

字的声母不分, 但是相隔不到 10 年, 《西蜀方言》 (1900) 记录的细音字

的声母为 ch, ch', sh, 洪音字的声母维持 k, k', h, 到底是实际语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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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演变, 还是拼音方案因循守旧所导致?” (庄初升, 阳蓉 2014: 126)
20 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的记音真能反映当时成都话的实际音值吗? 从明

朝的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开始, 到威

妥玛式、 邮政式、 EFEO (法国远东学院汉语记音) 等, 再到国语罗马字、
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 一直到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 不管是西方传

教士还是国内语言工作者先后为汉语制订过几十套注音方案。 仔细观察并

对比这些方案对 “尖团音” 的处理, 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案分两类。
第一类: 记音方案能体现出尖团音的区别。 属于这类记音方案的包括

《西儒耳目资》 (1626, 1957)、 邮政式、 EFEO、 国语罗马字新方案、 北

方拉丁化新文字等。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赵元任的回忆①, 其在 20世纪 20

年代曾制定过两套国音 (kuo-yin) 系统。 其中第一套系统保留有尖团音和入

声调的分别, 以包括更多的汉语方言的特点, 使全国各地、 无论南北地区的

人都易于通用。 第二套系统才采用了没有尖团音区别和入声调的北京 (当时

称北平) 语音系统。 后来的国语罗马字新方案以及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虽然

都是对第二套系统 (北京语音) 的注音, 却都体现了尖团音的区别及入声声

调。 由此可见, 上述方案的特点是不论口语中尖团合流与否, 统统按照汉语

历史音韵类别, 将古精组细音字和古见系细音字用两套声母分别记录。
第二类: 记音方案不体现出尖团音和入声调的历史区别而按实际语音

记音。 属于这类记音方案的如第二套国音系统 (1921 年制定, 1928 年颁

布) 和汉语拼音方案 (1958 年颁布)。 这类方案的特点是按实际语音

(北京音) 的音位记音, 既然所记音系已经发生了尖团合流, 就按照实际

发音将古精组细音字和古见系细音字用同一套声母记录。 这是彻底地贯彻

了现代语言学记音方法。
如果说成都话在 1864 年以后走了回头路, 再把已经相混的见组和精

组细音字, 以及并入阳平的古入声字重新分出来, 这在方言的实际发展上

是不可能的。 因此, 我们分析, 艾约瑟与钟秀芝和启尔德的记音在尖团音

问题上的差异, 应是由其记音模式的不同造成的: 钟秀芝、 启尔德等人采

用了上述第一类方案, 而艾约瑟采用了按语音实际记音 (上述第二类方

案)。 依艾约瑟的记音, 精组细音字与见组细音字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类

(已发生腭化成为龈腭音), 钟秀芝和启尔德却从中分出已经腭化了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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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细音字,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今人看来的难题, 在当时并不难。 这就是参照当时流行的中国

韵书。

三

清代以来有一部影响全中国的韵书 《五方元音》 (1653, 1710), 其

作者是河北邢台隆尧县的樊腾凤 (1601—1664 年)。 樊氏书有别于古音韵

诸书, 创造性的改用十二个韵母和二十个声母来拼写当时的汉字音。 樊氏

的家乡在今北方方言区冀鲁官话次方言区的石济片, 《五方元音》 的音系

不仅有入声, 还区分尖团音。 樊书用音序查字, 比旧韵书易于查阅, 今人

用起来很方便。 此书清顺治十年 (1653) 初版, 后来受到康熙皇帝的赞

赏而天下皆知。 约 1680 年后, 书商在上海石印翻印。 此书自清初首发到

民国三百年间, 国内图书行业都争相印刷, 发行国内外。 当时因此流行

“有字无音查 《字汇》, 有音无字查 《五方元音》 ” 的俗语。 《五方元音》
在清代和民国初期盛行全国, 当然也影响了早期来华的传教士, 他们学习

汉语、 编写汉语字典和汉语教科书, 此书都是重要的参考。 所以, 传教士

们要查询汉语方言中已合并的更早阶段的语音系统, 例如尖团音字的区

别、 入声字的区别等, 参阅 《五方元音》 之类的书是很方便的。 我们常

惊异外国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天才能力, 原来这里也有汉语近代韵书的

功劳。
据清代年希尧刻 《重校增补五方元音全书》 (1710), 《五方元音》

的二十个声母是: (国际音标为本文作者所加)
梆 [p-]、 匏 [ph-]、 木 [m-]、 风 [ f-];
斗 [ t-]、 土 [ th-]、 鸟 [n-]、 雷 [ l-];
竹 [ tʂ -]、

 

虫 [ tʂ h-]、
 

石 [ʂ -]、
 

日 [ʐ-];
剪 [ ts-]、 鹊 [ tsh-]、 系 (丝) [ s-]、 云 [0-] (云下例字: 因言氲

元);
金 [k-]、 桥 [kh-]、 火 [x-]、 蛙 [0-] (蛙下例字: 文晚恩安)
按: 原书每个声母下有二至四个代表字。 “剪” 下有例字 “精尖尊

钻”, 故可以定为声母 [ ts-]。 “系 (丝) ” 下有例字 “新先孙宣”, 故可

以定为声母 [s-]。 “金” 下有例字 “京坚根千 (干) ”, 故可以定为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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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火” 下有例字 “兴轩昏欢”, 故可以定为声母 [x-]。 其余字母皆

可类推。 由于本文论题, 我们只讨论 “剪” “金” 两系, 即精见两系。
很显然, 《五方元音》 所记音系是分尖团的, 因有 “剪鹊系 (丝) ”

“金桥火”, 即精见二系。 但是请注意见系细音字, 早在十三世纪的北方

方言中它们就已经腭化了, 十七世纪的冀鲁官话中 “金京坚” 的声母怎

么可能还是与 “根干” 一样的 [k-] 呢? 毋庸置疑, 樊氏不是百分之百

的记写当时的一方之音的, 他既在大北方官话的基础上归纳今音, 又兼顾

了古音系统。 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经常是古今八方兼容, 不然算不上 “天

下通语”, 所以叫 “五方元 (原) 音”。 同样的理由, “剪鹊系 (丝) ”
的细音是 [ ts-]、 [ tsh-]、 [ s-], 也已经腭化了。 樊氏可能是兼顾到

 

“剪

鹊 (丝) ” 与古声母与 “尊村孙” 同类而归为同一类的。 这样, 既通古

音又无碍今音。 樊氏的这个广泛概括官话音系特点方法, 被后来的一些初

涉汉语的洋人传教士如钟秀芝、 启尔德之类奉为圭臬。 不然, 传教士刚到

中国数年, 汉语尚不熟悉, 更遑论尖团平翘、 入声归派, 就能写出中规中

矩、 古今音皆通的汉语语音字表? 所以, 钟秀芝、 启尔德在成都话记音中

表现出来的分尖团现象, 应是依循古音分类造成的假象。 当时的成都话

中, 不但见系细音字早已腭化, 精组细音字也已经腭化了。 (见后文的方

言实际材料)
艾约瑟的 《官话语法》 (1864) 引 《五方元音》 并作了构拟, 如下:

图 1 《官话语法》 截图一 《五方元音》 声母 (Edkins1864: 38)

艾氏除 《五方元音》 之外, 又引用了记录当时北京话音的 《李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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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李汝珍 1810)。 下面是艾氏所引:

图 2 《官话语法》 截图二 《李氏音鉴》 声母 (Edkins1864: 37)

北京人李汝珍的 《李氏音鉴》 的音系是分尖团、 分平翘舌、 有入声

的。 作者当然知道当时的北京话尖团音和入声调已经消失了, 但是为了

“兼列南北方音” 以包揽更广泛的汉语方音, 作者有意这样做。 作者在书

中 “南北方音论” 说: “北音不分香厢、 姜将、 羌枪六母。” 据此李氏的

33 声母可以简化为 20 个声母。 这个系统比今天的普通话多一个声母

“鸥” [ŋ-]。① 如果我们看这个音系表, 也会被误导为分尖团的音系。
甚至, 艾氏自己的官话音系声母系统也是如此:

图 3 《官话语法》 截图三 “北方官话音系声母系统” (Edkins186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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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氏的 22 个声母, 几乎与李氏简化后的音系一样 (只多了两个声母

“儿弯” ), 也分尖团。 但是艾氏在论述 “西部官话, 四川省标准语成都

府话” 时明确地说: “……在北方官话中, 有相同的规则存在: h 和 k 在

元音 i 和 y 前, 与 s 和 ts 合并为一类。” (Edkins1864: 9)
通过对比分析艾约瑟、 钟秀芝以及启尔德在尖团音问题上的记音分

歧, 钟秀芝和启尔德应是采用了与 《五方元音》 类似的记音法, 而艾约

瑟则根据当时成都话口语的实际语音特征做出了说明。 三者在他们的著作

中的音系表和字表上看起来, 都是分尖团的。
另外, 还有声母分平翘舌的问题。 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都体现出平翘

舌的区别, 这与 20 世纪 40 年代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 对成都话的调查

和现在成都话的情况不一致, 二者中古知系字都读平舌音。 我们认为钟秀

芝在记音时也采用了与 《五方元音》 类似的记音法, 从古音系统的知系

字分出了翘舌音, 这与从古音系统中分出尖团音和入声调的做法相一致。
( 《西蜀方言》 以古音分声类的更多证据, 见本文第四节末)。 或者, 钟秀

芝得到精通韵书的中国人的帮助, 形成了与汉语古音系兼容的 “成都话

音系”。 但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

四

《西蜀方言》 的正文和音节索引部分每个字后有罗马字注音, 汉字右

上角的数字表示声调, 如:
Ma. 吗1 麻2 马3 骂4 抹5

由此可见, 右上角的数字表示调类, 《西蜀方言》 所记音系共包含 5

个调类, 分别对应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以及入声。 而 40 年代 《四川

方言调查报告》 中记录的成都话只有 4 个声调, 入归阳平。 钟秀芝在

《西蜀方言》 的前言部分有这样一段描述:

The
 

5th
 

tone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from
 

the
 

2nd, being
 

less
 

abrupt
 

than
 

the
 

5th
 

tone
 

in
 

Southern
 

Mandarin. Still, it
 

is
 

a
 

distinct
 

tone
 

and
 

is
 

not
 

confounded
 

with
 

the
 

other
 

four
 

tones
 

as
 

in
 

Northern
 

Man-
darin. (Grainger1900: Introduction

 

ii)
(第五声有时难于与第二声分辨, 它不像 “南方官话” 第五声那

532《西蜀方言》 的音系性质辨析



样短促, 但毕竟自成一个声调, 不像 “北方官话” 已混入另外四个

声调之中。)

这段文字告诉人: 钟氏此前已知其他 “南方官话” 中的入声调系统,
并极力要在成都话中去落实, 但是 “有时难于与第二声分辨”。 这里的

“第二声” 即是指成都话阳平调, 入声并入阳平调这是现代成都话和大部

分西南官话的特征, 可见当时已经存在了。 而钟氏却要力图把它分辨出

来, 以合古音。 几乎同时, 启尔德在 《华西初级汉语课程》 中记录成都

话却只有四个声调, 并且在前言部分有这样一段论述:

West
 

China
 

is
 

supposed
 

to
 

have
 

five
 

tones; and
 

for
 

many
 

parts
 

this
 

is
 

quite
 

true. Other
 

places
 

—
 

including
 

Chengtu
 

and
 

Chungking
 

have
 

only
 

four, for
 

the
 

second
 

and
 

fifth
 

are
 

synonymous. A
 

Chengtu
 

man
 

finds
 

great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a
 

fifth
 

tone. I
 

have
 

therefore
 

ventured
 

to
 

follow
 

the
 

language
 

of
 

Chengtu
 

and
 

Chungking
 

by
 

indicating
 

four
 

tones
 

only,
doing

 

away
 

with
 

the
 

fifth, and
 

placing
 

all
 

these
 

under
 

the
 

second. (Kil-
born

 

1917: Introduction
 

VI)
(中国的西部方言应该有五个声调; 很多地方的情况确实也是如

此。 其他地方, 包括成都和重庆, 只有四个声调: 因为第二调和第五

调非常相似。 成都人很难分辨出第五调。 因此我们姑且认为成都话和

重庆话只有四个声调: 忽略第五调, 将其全部列入第二调。)

“成都人很难分辨出第五调”, 这是对当时成都话调位情况的实际

描述。
在这之前, 艾约瑟在 《官话口语语法》 中记录成都话也只有四个声

调, 入声字读阳平。 艾约瑟对成都话声调的记述如下:

In
 

Western
 

Mandarin, taking
 

C ‘ heng-tu-fu
 

the
 

capital
 

of
 

Si-c
‘hwen

 

as
 

the
 

standard, there
 

are
 

four
 

tone-classes; they
 

are
 

the
 

first,
second, third

 

and
 

fifth. Words
 

originally
 

in
 

the
 

fourth
 

or
 

short
 

tone-class,
are

 

here
 

found
 

to
 

be
 

all
 

in
 

the
 

fifth… (Edkins1864: 9)
(成都作为四川首府, 成都府话在西部官话中被当作标准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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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声调类, 它们是第一、 第二、 第三和第五调, 原在第四调或短调

类中的词进入了第五调①)。

我们将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的声调情况列表对比:

表 3 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声调对比

　 　 　 　 记音人

声调特征　 　 　 　
艾约瑟 (1864) 钟秀芝 (1900) 启尔德 (1917)

调类数 4 5 4

有无入声 无 有 无

与前面的尖团合并又重分的情况相似, 我们很难用语音的历时演变来

解释: 为什么 1864 年的记录成都话已经没有入声, 到了 1900 年又出现了

入声, 而仅 17 年过后入声又再次消失? 这些操印欧语的外国人学习汉语,
因他们自己的母语无声调而辨调能力有限, 连成都本地人尚不能分辨的阳

平调中间包含的入声字, 他们是如何分出来的呢?
钟秀芝记录的 “成都话入声调” 也是 《五方元音》 模式作用的结果。

《五方元音》 代表了十七世纪中叶的北方方言语音系统 (陆志韦 1948:
1—13, 龙庄伟 1989: 77—81, 李清桓 2008), 该书对明清时期来华传教

士编纂汉语词典产生过重要影响 (汪银峰 2020: 429—435)。 十七世纪北

方方言语音系统中的入声已经消失, 但是该书所记音系中却整齐地保留了

入声。 龙庄伟认为 “ 《五方元音》 的入声是作者泥古的反映。 《五方元音》
上平、 下平、 上、 去、 入 5

 

个调类, 不是当时语音的真实记录, 《五方元

音》 音系中入声已经消失。” (龙庄伟 1989: 81)
所以, 从上面引用的前言可以看出, 无论是钟秀芝还是启尔德在描写

西部官话的声调之前都已经预设其 “应该有五个声调”, 不同的是: 钟秀

芝按古音系统从成都话中分出入声字; 而启尔德却忠实于成都和重庆的方

言事实入声与阳平为一类。 综上, 我们可知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其实均无

入声, 在艾约瑟记音之前, 成都话和川北、 川中和重庆等地方言中, 入声

就已和阳平是一类, 有众多的资料可证。 可以看出, 启尔德在成都话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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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处理上是纪实的, 而钟氏在 《五方元音》 模式和其他 “南方官话” 的

语音系统影响下先入为主, 使成都话有了入声。
综上所述, 无论是声母系统还是声调系统, 钟秀芝都采用了以 《五

方元音》 为代表的 “依古音分类法”, 或许这种记写汉语音系的方法在当

时教会中流行。 这导致 《西蜀方言》 音系和几十年后的成都话有明显区

别, 造成了成都话语音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走回头路的

假象。
我们还可以在 《西蜀方言》 中找到 “依从古音分类” 的同类的线索。

在 《西蜀方言》 的音节表中, “儿、 而、 耳、 二、 贰、 日” 等字的读音都

被记为 Rï。 若根据 《西蜀》 的记音符号与国际音标的对应, 这几个字的

读音都应为 [ ʐʅ], 这与成都话实际读音 ( 除 “ 日” 字外均为零声

母) 相差甚远。 但 《西蜀方言》 的这个记音, 符合于汉语历史语音的声

母分类, 这些字都属于 “日母” (与 《五方元音》 同), 也符合于一些汉

语方言中这些字为同一音类的格局, 例如吴语。 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 钟

秀芝是难以了解汉语方言之间的这种语音对应关系的, 他可能从 《五方

元音》 或同类的韵书间接地得到这方面的材料, 从而得出北方方言中区

别甚大的这两类音 “而” (零声母) “日” (ʐ 声母) 是一类音, 与一些

南方方言相同。 又如, 《西蜀方言》 对
 

“宜、 仪、 蚁” 等声母记为软腭鼻

音 Ng [ŋ], 这些字都是古疑母细音字, 这样记音同样符合于汉语历史语

音的声母分类, 但是与成都话实际读音不一致。 再如, 甄尚灵曾提到,
《西蜀方言》 音节表中的例字 “有三项照顾古音音类的分合” (甄尚灵

1988: 211): 第一, 古来母和古泥 (娘) 母字分列, 而古来母和泥母洪

音字在成都话中是合并为[n]的; 第二, 古疑母和古泥母分列, 而古疑母

和泥母细音字在成都话中是合并为 [ ȵ] 的; 第三, en [ ən]、 in [ in]、
üin [yn] 三韵先列古 [-n, -m] 尾例字, 再列古 [-ŋ] 尾例字。 而古韵

中 [-en] 与 [-eŋ]、
 

[-in] 与 [-iŋ] 相混为 [-en] [-in], 这些是四川

地区方言 (包括成都话) 的普遍现象。 所有这些钟氏竟能分开, 其实都

是依从前一阶段的古韵类做到的, 并不是实际记音。
这些证据提供了更多的证明, 说明 《西蜀方言》 所使用的记音系并

不是对当时成都话的纯粹的平面音位描写, 而是参照了近代的古音系统分

类, 从而在尖团音、 泥来母、 入声调等问题上造成了音位分立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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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近十余年的方言调查 (周及徐等 2019) 表明, 除了少量的文白

读音字外, 成都地区并无一套与本地方言不同的 “雅言读书音系统”。 今

存的成渝地区两大方音系统———南路话和湖广话: 前者来自四川本地方言

的传承, 后者来自明清湖北移民 (周及徐 2012a: 94—101, 2012b: 65—
77, 2013: 52—59)。

(一) “文雅口语音” 的问题

本文第一节提到, 一些研究者对 《西蜀方言》 所记音系与现在成都

话音系不同的情况, 提出各种解释。 其中, 曾晓渝提出清末的成都口语存

在 “文雅口语音” 现象, 并指出, “……就各地官话口语音而言, 一直存

在文雅音与通俗音的双重性。 成都历史悠久, 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社会

生活中以雅音读书、 交流, 既为文人所推崇, 也为老百姓认同……” (曾

晓渝 2018: 272)
笔者一家四代是都成都人。 笔者之一的祖母 (1900—1995) 终身生

活于成都, 一口地道的成都话 (湖广话), 没有尖团、 平翘舌和入声调。
老祖母就一种口语, 不知有 “读书音”。 母亲 (1927—1990), 也是一口

同样的湖广话。 她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读于成都师范附属小学 (今成

师附小) 和四川省立女子中学 (今成都七中), 学校教书用成都话 (即湖

广话), 不能分辨平翘舌字和入声字, 更不用说尖团音, 也没有过什么

“雅言读书音系统”。 笔者之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读于成都市中心的小

学 ( “一师附小” ) 和中学 ( “成都十中” )。 当时有的老师不熟悉普通

话, 用成都话讲课, 学生也接受无碍。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位于成都的

四川师范大学的校园内通行的不是普通话, 而是成都话。 一年级入校的学

生不管他们来自何方, 四年后毕业, 操一口地道的成都话。 成都话口语与

官话系统高度沟通, 不用像一些南方言一样, 在实际交流中需要一套文读

系统来辅助, 这是成都话中的文白读区别大大少于一些南方方言的根本原

因。 我们是 21 世纪的成都人, 是相信我们自己亲历的语言事实, 还是相

信百年前外国传教士留下来的不确切材料? 这些本地方音的实际经历和记

忆, 完全不同于 《西蜀方言》 所记的分尖团、 分平翘、 有入声的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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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系”。 而为之作解说成都话 “口语分雅俗两套” 的说法, 是一种并不

存在的理论上的推想。 或者说, 这种 “雅言系统” 只存在于纸上, 如

《西蜀方言》, 不存在于实际的口语。 《西蜀方言》 的语音系统的一部分是

据古音推导出来的, 因而是虚假的, 不符于 20 世纪初的成都话音。 但由

于上述的种种原因, 它给予我们很大的误导。
曾晓渝 (2018: 272) 认为, 清末西方来华传教士所学应为当地方言

的 “雅音” 层次, “ 《西蜀方言》 的语音受中国文人传统 ‘正音’ 观念影

响……专门教授钟秀芝四川官话的老师是谁不得而知, 但肯定是位四川知

识分子……所以, 《西蜀方言》 不以成都通俗口语音为标准。” 不知名的

“四川知识分子” 用雅音教授传教士, 这一共就有好几层推想, 难以作为

语言考察立论的依据。
所谓 “文雅口语音” 到底是什么呢? “文雅口语音类似大邑、 蒲江

话, 即入声调独立, 声母分平翘、 分尖团音, 《西蜀方言》 倾向于记录文

雅口语音……” (曾晓渝 2018: 270) 理由是保留入声, 声母分平翘、 分

尖团的口语更接近中古音系, 当时社会的上层和知识分子为了写文作诗需

要, 讲的都是这套口语; 而社会下层和普通老百姓讲的是入归阳平、 不分

平翘和尖团音的 “通俗口语”。 首先, 成都地区方言的情况是方言以地域

而分, 成都市区人只讲一种方言 (无入声的湖广话), 大邑、 蒲江、 崇

州、 都江堰等地居民也只讲一种方言 (有入声南路话)。 今大邑、 蒲江话

保留入声, 但是并不分平翘和尖团①。 其次, 这与当代成都及周边的居民

对这两种话所谓 “雅俗” 的认定恰好相反。 一直以来, 成都市区与周边

的大邑、 蒲江、 崇州、 都江堰等地居民很清楚他们的方言与成都话之间的

语音差异 (这是一种地域差异, 见图 4), 并认为存在于大邑、 蒲江等地

的话显得土俗, 都以成都湖广话为一方雅言。 这些地方的居民来成都学习

和生活都要学习更高雅的成都话, 以免被人笑话为 “乡巴佬”。 难道短短

几十年人们对 “雅俗音” 的认定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而事实上, 所

谓 “通俗口语” 当代成都话 (即湖广话) 在成都的远郊及周边地区, 如

邛崃、 崇州、 大邑、 都江堰、 蒲江等地, 从来也不曾存在过。 这些地方自

明清以来一直只讲一种与成都话迥然不同的带有入声调和入声韵的方言,
这就是川西民间广泛存在的 “南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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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邑、 蒲江等地音系特点参见周及徐等 (2019: 26—27, 32—33)。



(二) 所谓 “雅俗口语” 的区别实际上是地域方言的差别

现代成都话与 “成都的远郊及周边地区” (实际上是成都西南面, 见

图 4) 的方言语音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根据周及徐 (2012a: 94—101, b: 65—77, 2013: 52—59), 周颖异

等 ( 2013: 171—224), 杨波等 ( 2015: 328—343), 周岷等 ( 2016a:
23—26, b: 166—172), 周及徐等 (2017: 62—69, 2019: 54—58), 大

量田野调查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 当代四川和重庆地区的存在两种分布区

域和音系特征都不同的方言———湖广话和南路话。 湖广话具有入归阳平、
大多数不分尖团、 不分平翘等特点, 主要分布于岷江以东以北的广大的四

川重庆地区。 南路话具有入声独立 (部分地区入归阴平或去声)、 不分尖

团和一部分地区分平翘等特点, 主要分布在岷江以西以南的四川大部分区

域和重庆南部地区以及贵州省北部地区。 二者的地域分布泾渭分明。 就音

系特征而言, 湖广话和南路话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层次。 湖广话是明清

“湖广填四川” 移民带入四川地区的, 南路话则是元末之前就存在于四川

地区的土著方言。 从历史上看, 南路话在四川的历史比湖广话要长远得

多, 且多主要分布在川西南农村。 这是湖广移民潮主要波及川中东部地

区, 较少波及川西南地区形成的。 把 “文雅口语” 与偏处乡村的南路话

相关联 (因为假设它接近于钟氏的音系), 而把 “白话口语” 与行于四

川、 重庆的大中城市的湖广话相联系, 把两种分属不同地域、 在地理分布

上有明显界限的方言叠合起来作为一种 “口语” 的文雅两派, 把不同的

地域方言混同于同一地区的社会方言, 这是不符合四川重庆地区的语言事

实的。
所谓的两套 “雅俗口语” 实际上并不存在于同一地区, 而是分布于

不同的地区两套方言系统。 这就是湖广话和南路话———成渝地区的两大方

音系统。 下图 (图 4) 根据实地方言调查数据画出: 成都地区位于湖广话

和南路话的分界处, 正好能看清两种方言的地域分界。
《西蜀方言》 所记音系特点不符于当代成都话, 用 “文雅口语音” 为

其另找一出路, 落实到南路话上。 于是, 南路话为文雅口语, 成都湖广话

为白话口语, 把地域分布和历史层次混淆了。 西南官话成渝片地区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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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湖广话, 西南官话灌赤片地区的居民主要讲南路话①。 这两种方言

并不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区②。 人们要么讲南路话, 要么讲湖广话, 并以

此区分人的来源地——— “南路人” 和 “湖广人”。 这怎么会是同一个成都

话的 “文雅口语” 和 “白话口语” 之分?

六

我们认为, 《西蜀方言》 所记成都话音系与当代成都话的不同, 在很

大程度上是它的记音模式造成的, 并不是百年前成都话音系与当代成都话

存在明显差别, 成都话也没有在 20 世纪初的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发生如

此大的变化。
本研究通过分析 《西蜀方言》 的声母和声调系统, 重点考察了其音

系中体现的尖团音分混问题以及入声独立等问题, 并与同时期其他传教士

对成都话音系的记录作对比, 发现钟秀芝对当时成都话音系的记音在很多

地方都兼顾了历史音类, 不是对当时成都语音的语言学音位描写。 传教士

的汉语记音规则受清代 《五方元音》 之类的韵书的依古声韵类别记音的

体系的影响, 使 20 世纪初的成都话音系看起来与前后不久的记音都不相

同。 钟氏的记音让人误认为成都话语音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

变化。 这不是 《西蜀方言》 误导了成都近现代方音史, 而是我们对它的

认识误入歧途。 传教士们并不是现代语言学学者, 并没有用现代语言学的

音位描写法记音 (虽然罗马字符号看起来像是)。 相反地, 他们倒是从中

国传统音韵学著作中学到了概括汉语方音的办法。 至于有学者又在钟氏记

音的基础上推想出成都话中并不存在的 “雅俗两套口语并行”, 并把存在

于另一区域的南路话看作成都话 “雅言口语”, 把不同的地域方言合并叠

置, 当作同一地域方言的不同社会方言, 这不符合当地方言的事实。
补记: 《成都通览》 (傅崇矩 1909) 是成都人写于 20 世纪初的反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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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西南官话 “成渝片” 和 “灌赤片” 等方言分区参考 《中国语言地图集》 (1987: B6)。

 

近年来, 南路话地区的青年人学说成都话, 那是强势方言的影响, 是另一回事。 参见周

及徐等 (2019: 13—88) 中的 “音系说明”。



图 4　 21 世纪初成都地区方言分布①

都风物的长篇专著, 用成都话写成。 关于 《成都通览》 音系的研究表

明②, 当时的成都话不分尖团音、 不分平翘舌音, 没有入声调 (与阳平相

混)。 这证实了本文关于 20 世纪初成都话音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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